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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管作为企业决策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其心理特征对企业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高管个人对企业的税收规避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CEO 在做出税收规避决策

时需要考虑其收益和成本，对企业认同感不同的 CEO 在考虑收益和成本时存在较大的差异，进

而导致不同的税收规避政策。

　　以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理论以及代理理论为基础，利用 2014 年中国上市企业调查问卷

的组织认同数据，采用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差值测量税收规避，选择 2013 年至

2015 年中国沪深两市 5 209 个企业的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方法，探讨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关系，并按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和外部的税收征管力度进行分组，深

入分析不同情景下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即 CEO 组织认同越高，税收规避越

少。在信息透明度较高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的企业中，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进一步研究 CFO 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的影响，发现 CF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负相关，但不显著，

并且不影响 CEO 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稳健性检验中，使用有效税率替代税收规

避，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 CEO 组织认同，检验结果仍然保持不变。

　　CEO 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在信息透明度较高和税收征管力度较弱

的情景下这一影响依然存在。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也

为税务机关、监管机构和企业提供有益启示，在实践中对上市企业完善高管人力资源计划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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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组织认同是指个体与组织之间的认知性过程，当

个体的自我概念中包含组织身份的属性时，组织认

同就会产生 [1]。组织认同强调组织成员身份对于个

体自我概念的影响，也强调个体对组织归属感、与组

织的一致性和对组织的情感依赖。高管作为企业决

策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其心理特征对企业行为

产生重要的影响。DYRENG et al.[2] 研究高管的任职

经历，对比分析高管被聘用和离职前后企业税收规

避的变化，发现高管个人对税收规避决策产生重大

影响，虽然高管本人不一定是税务专家，但能通过制

定避税的基调或者通过聘用税务专家，对企业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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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王娜等 [3] 发现高管的过度自

信使避税程度显著提高。当 CEO组织认同越高时，

其与组织的一致性越高，会为企业的长远利益着想，

同时也更敬业和努力工作。企业税负是政府对企业

投资收益的分享，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CEO
在做出税收规避决策时需要考虑收益和成本，对组

织认同程度不同的 CEO，在考虑税收规避的收益和

成本时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DESAI et al.[4] 研究发

现，企业在税收筹划过程中往往通过复杂的交易掩

盖税收规避行为，在为企业节税的同时却提高了信

息不对称程度，从而为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

空间，增加了企业的代理成本。已有研究发现，CEO
的组织认同度越高，其机会主义行为越少，代理成本

也越低 [5]。因此，本研究从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以

及代理理论的角度，研究 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

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信息透明度和税收征管力度

不同时，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1  相关研究评述

ASHFORTH et al.[6] 将社会身份理论引入组织环

境，重新定义了组织认同的概念。从此组织认同成

为组织行为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方向，得到越来越多

学者的关注 [7−8]。组织认同在个体、群体和组织层次

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个体对组织的认同越高，就越

对组织表现出支持性的态度和行为。对组织认同结

果变量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身份理论，社

会身份理论用身份同一性、去人格化和自我肯定这

3种作用机制解释组织认同对员工态度和行为的影

响。MAEL et al.[9] 的研究表明，对母校有较高认同的

校友更倾向于向母校捐赠，并亲自或劝说别人参加

母校的活动。高组织认同的员工倾向于对自己和组

织身份中相同的特性给予积极评价，DUTTON et al.[1]

研究发现，高组织认同的员工认为组织的身份和外

部形象更具有吸引力；BERGAMI et al.[10] 的研究表明，

组织认同对组织承诺和基于组织的自尊产生显著影

响。组织认同能将自我概念提升到群体水平，VAN
DICK et al.[11] 对组织认同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进行研

究，发现生涯认同和团队认同中的评价维度可显著

提升工作满意度。进一步，BAMBER et al.[12] 的调查

表明，组织认同显著降低组织− 职业冲突和员工离职

意图；张淑华等 [13] 采用元分析方法探索组织认同与

离职意向的关系，也发现整体上组织认同与离职意

向呈较高程度的负相关，离职意向作为个体与组织

心理联结的背离倾向，与组织认同有密切的关系。

该研究为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DUKERICH et al.[14] 的研究表明，组织认同的强度对组

织内部合作产生显著影响。该结论对于提高团队合

作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郭晟豪等 [15] 发现国企员工

的组织认同抑制了工作偏离行为。以上研究表明组

织认同带来了正面效应。王汉瑛等 [16] 发现组织认同

越高或者职业认同越低，内部审计师的亲组织非伦

理行为倾向越高；WEBER et al.[17] 研究发现良好的组

织文化认同对并购中的文化冲突有明显抑制作用，

并能提高长期并购绩效。该研究表明文化认同在并

购中的作用，并且是较少直接探讨绩效的一项研

究。

以上研究主要是基于企业员工，BOIVIE et al.[5] 将
CEO的组织认同嵌入公司治理框架，研究其公司治

理作用，结果发现 CEO组织认同能显著降低代理成

本，CEO组织认同较高时，董事会独立性对代理成本

的治理作用降低，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替代效应，CEO
组织认同起到公司治理作用。该研究拓展了组织认

同的研究范畴，不同的身份认同会带来不同的效应。

HILLMAN et al.[18] 从理论上分析董事多重身份的监督

效应和资源支持效应；ZHU et al.[19] 为此提供了实证

证据，以中国国有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政府背景的

董事会成员的双重身份 (准政府官员和董事会成员 )
如何监督和支持企业，发现对企业认同感越高的董

事，会提高监督效率，也会提供资源支持，对政府认

同感越高的董事，会根据国有股权的高低调整这两

种效应。组织认同是对薪酬契约的有效补充，ABER-
NETHY et al.[20] 从高管薪酬契约的角度研究 CFO组织

认同与盈余操控的关系，发现认同度越高的 CFO，更

不可能去操控盈余以满足薪酬契约。

对于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已有大量研究成果，本

研究从宏观层面、企业层面和高管个人特征方面展

开总结和分析。从宏观层面看，良好的金融发展环

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增加企业的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从而降低税

收规避的边际收益，陈作华等 [21] 的实证研究为上述

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CAI et al.[22] 发现企业处于竞

争激烈的行业时，为了获得更多融资，确保其在行业

中的竞争优势，会进行更多的税收规避。随着中国

对环境问题的日益重视，环境规则可以增加增值税

进项抵扣、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而降低企业税收 [23]。

刘凤委等 [24] 发现脱离企业实际业绩的税负波动与地

方政府不规范的税收征管行为密切相关。政府是企

业关键的外部环境，政府核心官员的变更会给企业

的税收负担带来重要的影响。KATZ et al.[25] 从理论

角度分析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更可能进行逃税，

而陈德球等 [26] 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论断。

针对企业特征的研究，李万福等 [27] 发现内部控

制质量越高的企业，实际税负越低。产权性质方面，

刘行等 [28] 的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民

营企业的税负将进一步加重；吴联生 [29] 认为税收是

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途径，国有企业的税负更高，所

以企业价值更低。该研究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国有企

业的价值较低，而彭韶兵等 [30] 发现民营企业的税收

规避程度更为严重。企业核心高管的政治关系可以

帮助企业进行税收规避，ADHIKARI et al.[31] 和 WU et
al.[32] 的研究表明，政府会给予拥有政治身份的企业

更多税收优惠；罗党论等 [33] 发现民营企业与政府建

立良好关系能降低企业的税负；李维安等 [34] 认为政

治身份能产生避税效应，当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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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和财政压力时，政治身份产生的避税效应更

明显。企业的金字塔层级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地方

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刘行等 [35] 研究金字塔结构对

企业税负的影响，发现金字塔层级越高，企业税负越

低，为政府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间接证

据。

除企业特征和公司治理外，管理者个人特征和行

为因素对企业的税收规避产生重要影响。DYRENG
et al.[2] 发现企业高管是税收规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

素；REGO et al.[36] 认为当高管的权益激励越高时，税

收激进程度越高，实际税负越小；CHYZ[37] 研究高管

个人的税收激进程度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发现

高管越激进，企业避税程度越高。具体到高管的心

理因素，关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财务决策影响

的研究已经有丰富的成果，王娜等 [3] 从管理者行为偏

差的角度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其税收规避程度显著

高于管理者理性的企业。

综上所述，已有对高管组织认同的研究还比较少，

而且没有探讨其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从税收规

避影响因素的角度看，高管的心理因素主要是过度

自信，而对于过度自信暂时还没有统一的测量方法，

致使研究结论千差万别。本研究采用国际公认的测

量组织认同的方法，较为客观地测量 CEO组织认同，

探讨 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当制定税收规避决策时 CEO要权衡其行为的收

益和成本，税收规避最大的收益是节约税金，也就是

说税收规避能够将本来上交给国家的资源转变为股

东资源，直接减少企业现金流出。如果 CEO的薪酬

与税后利润挂钩，还可以直接增加 CEO的收入。为

了避免被税务部门发现，管理层往往通过构建复杂

的交易掩盖其避税活动，如债务加速战略、跨境股利、

离岸避税天堂和离岸知识产权天堂 [38]，复杂而隐蔽

的交易为 CEO进行利润操控、内部交易和利益攫取

创造了机会 [4,39]，这对 CEO来说也是一种收益。

税收规避的最大成本是被税务部门查处后，企业

除了补交税金外，还要支付相应的罚金，减少了现金

流量，甚至社会声誉受损 [40−41]。BALAKRISHNAN et
al.[42] 认为税收规避导致组织结构复杂化，进而带来

信息透明度的下降，降低了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

的效率。最后一种重要的非税成本是股价下跌，如

果外部投资者意识到税收规避是高管为了攫取利益，

可能用脚投票，致使股价下跌。

基于社会学视角，组织认同被认为是个体由于具

有组织成员身份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定义，由于这种

成员身份而产生价值观上的一致性和情感上的归属

感 [43]。组织认同高的 CEO更会考虑企业将来发展，

而不在意一时的得失，也更在意税收规避带来的成本，

也就是说组织认同越高的 CEO对税收规避的收益和

成本的考量是不对称的，其更看重成本。并且从长

期看，处理好与政府各个部门的关系会得到政府的

支持。因此，基于税收规避的收益和成本考虑，CEO
组织认同越高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税收规避。

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表明，避税程度越高的企业，

其内部代理成本越高 [28]；而 CEO组织认同是一种重

要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 [5]。

另外，税收规避行为增加了管理层的风险，相应的薪

酬应对此做出补偿，这破坏了薪酬契约的稳定性，激

励契约的失效加剧了代理冲突 [44]；而组织认同越高

的 CEO会将自己的命运与组织紧密结合，是对薪酬

契约的有效补充，这增加了薪酬契约的稳定性 [20]。

因此，从 CEO组织认同缓解代理问题的角度，其与税

收规避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

提出假设。

H1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O组织认同与税

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较高的信息透明度可以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的

不对称程度，减轻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还可以及时

地向资本市场传达投资信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

创新和创业过程中因资金缺乏而失败的可能性降低。

组织认同越高的 CEO，其越可能为企业的将来着想，

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可以向资本市场更准确地传达

企业信息，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因此，本研究进一步

探讨在不同信息透明度的企业中 CEO组织认同与税

收规避的关系。

基于税收规避的成本和收益视角，提高信息透明

度将降低税收规避的收益并增加其成本。首先，信

息透明度能降低管理层的私有收益 [45]，所以管理层

可能没有动机进行税收规避。其次，信息透明度越

高，税务部门越容易发现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导致

相关部门调查的概率越高，从而减少 CEO用于经营

管理企业的时间，组织认同越高的 CEO越可能避免

这种情况发生。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信息透明度较高

的企业，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税收是政府对企业现金流的强制分享，是一种重

要的外部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可以看作是一

种特殊类型的“股东”
 [39]。企业的避税程度是成本与

收益权衡的结果，企业面临的成本主要是避税被税

务部门发现后带来的处罚成本和相应的声誉损失 [46]。

法律规定，税务部门可以对企业的会计账目进行检

查，因此，税收征管可以视作对企业运营和监管的重

要外部力量 [47]。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加强，税务部

门在税务检查中发现企业避税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一旦税务部门对企业的课税行为产生质疑，企业

和管理层面临的成本将显著上升 [36]。基于税收征管

这种外部治理作用，CEO组织认同的内部治理作用

将会下降，即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强的地区，CEO组织

认同与税收规避的负向关系将减弱；而在税收征管

力度较弱的地区，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负向

关系加强。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税收征管力度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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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的地区，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负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研究的组织认同数据来自中国证监会上市企

业内部控制调研课题组，于 2014年 9月 5日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证监会会计部和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分别向 A股上市企业、具有

证券期货执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机构投资者发

放调查问卷。截至 2014年 10月 31日，共向 2 536家

A股上市企业发放问卷，回收 2 154套调查问卷，共

12 551份，回收率为 84.937%。课题组从以下 3个方

面保证调查问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①该调查问卷

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鉴于中国证监会对中国证券

市场的监管，CEO将给予重视并分配时间和精力完

成该问卷调查；②课题组要求调查对象实名填写，以

供后期数据复核；③在 2014年 11月课题组随机抽取

12家公司进行访谈和实地调研，对调查问卷填写进

行复核，访谈结果显示结果可靠。

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本研究依据以下标准对样

本进行筛选和处理：①考虑到组织认同可能在短时

间内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本研究将样本期前后各

延展 1年，即本研究的样本区间为 2013年至 2015年，

也即自变量 CEO组织认同在三年中是相同的，但因

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为每家公司在 3年中相应的数

据，同时在回归中采用公司层面的聚类分析；②剔除

金融行业上市企业；③组织认同需要时间积淀，剔除

发生 CEO变更的企业，即选取 2013年至 2015年 CEO
没有发生变化的样本；④剔除数据缺失的企业。经

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 5 209个企业− 年观测值。本

研究的名义所得税税率、各地区年末税收收入、GDP、
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和地区开放度 (年末的

进出口总额 )数据来自 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

CSMAR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

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水平的截尾处理。 

3.2  变量定义

(1)关于税收规避，本研究参考 CHEN et al.[48]、陈

德球等 [26] 和后青松等 [49] 的研究，用企业名义所得税

率与实际所得税率的差额表征企业税收规避程度，

差值越大，表明企业税收规避程度越高。实际所得

税率等于当期所得税费用与税前总利润之比，当期

所得税费用等于总的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费

用。

(2)关于 CEO组织认同。本研究参与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研课题组的工作，在 2014年调

研中设计问卷时参考 MAEL et al.[9] 的组织认同量表，

该量表信度较高，受到很多学者青睐。该量表测量

员工对组织的认同，有 6个题项，具体为“当有人批

评我的企业时我感觉就像在批评自己一样”“我很

想知道其他人是怎样看待我的企业的”“我经常用 ‘
我们…… ’描述我的企业，而不是用 ‘他们…… ’”“我

认为我的企业成功就是我的成功”“当有人赞扬我

的企业时我感觉也是对我的赞扬”“假如我的企业

因某事被媒体批评，我会感觉很尴尬”。采用 Likert
5点评分法，1为完全不符合，5为完全符合。在计算

组织认同变量时将 6个题项分数加总。

(3)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探讨信息透明度和税

收征管力度对 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关系的

影响。参考 BHARATH et al.[50] 的研究，本研究采用盈

余管理程度测量企业内部的信息透明度。已有研究

大多用修正的 Jones模型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测量

盈余管理，KOTHARI et al.[51] 认为，使用操控性应计利

润测量盈余管理存在一定的误差，并提出用业绩匹

配方法重新计算盈余管理，即在修正的 Jones模型中

加入总资产报酬率，能更好地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

具体模型为

TAi,t

Assi,t−1
=α0

1
Assi,t−1

+α1
∆Revi,t −∆Reci,t

Assi,t−1
+

α2
Ppei,t

Assi,t−1
+α3Roai,t−1 +εi,t (1)

其中， i 为企业， t 为年；TAi,t 为总应计利润，TAi,t = NIi,t −
CFi,t，NIi,t 为净利润，CFi,t 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

额；Assi,t−1 为上年末总资产，ΔRevi,t 为营业收入增加额；

ΔReci,t 为 应 收 账 款 增 加 额 ； Ppei,t 为 年 末 固 定 资 产 ，

Roai,t−1 为总资产报酬率；α0 为截距项，α1~ α3 为回归系

数， εi,t 为残差项。本研究采用 (1)式进行分行业分年

度回归，其残差即为操控性应计利润，采用操控性应

计利润的绝对值测量信息透明度，该值越大，信息透

明度越低。

参考曾亚敏等 [47] 和陈德球等 [26] 的研究，本研究

用各地区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可获得的税收收入之

比测量税收征管力度。估计各地区预期可获得的税

收收入的模型为

Tax j,t

GDP j,t
= β0 +β1

Ind1 j,t

GDP j,t
+β2

Ind2 j,t

GDP j,t
+β3

Ope j,t

GDP j,t
+φ j,t (2)

j其中， 为省；Tax 为年末本地实际税收收入；GDP 为

年末国内生产总值； Ind1为年末第一产业产值； Ind2
为年末第二产业产值；Ope 为开放程度，等于各省年

末进出口总额；β0 为截距项，  β1~ β3 为回归系数，φ 为

残差项。将各省数据代入 (2)式进行回归，得到回归

系数，然后根据回归系数计算预期的可获得税收收

入。

(4)本研究借鉴陈德球等 [26] 的研究选取控制变

量，一是企业基本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未被操控的资

产报酬率、企业规模、产权性质、资产负债率、存货

密集度、有形资产密集度、无形资产密集度、企业成

长性、企业上市年限、独立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和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二是外部审计对税收规避产

生重要影响，将非标意见和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控制

变量；三是为了减少行业和年份层面遗漏变量的影

响，控制年度和行业虚拟变量。变量定义见表 1。 

3.3  实证模型

为了检验 CEO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的影响，本

研究构建回归模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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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i,t =γ0 +γ1OIi,t +γ2Roa1i,t +γ3Sizi,t +γ4Soei,t+

γ5Levi,t +γ6Invi,t +γ7Tani,t +γ8Inti,t+

γ9Grti,t +γ10Agei,t +γ11Irti,t +γ12Bdsi,t+

γ13Firi,t +γ14 Maoi,t +γ15Big4i,t +
∑

Yea+∑
Indu+δi,t (3)

其中，γ0 为截距项，γ1~γ15 为回归系数，δ 为残差项。根

据 H1， γ1 应显著为负；为验证 H2，本研究将信息透明

度按中位数分为高和低两组；为验证 H3，本研究将税

收征管力度按中位数分为高和低两组。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2给出描述性统计结果。税收规避的均值和

中位数均为负，与后青松等 [49] 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

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较重；CEO组织认同的均值和

中位数分别为 3.225和 3.219，其原始值分别为 25.280
和 26，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6和 30，表明该变量整

体偏右；税收征管力度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966
和 0.941，与陈德球等 [26] 的研究结果极为接近。其他

变量也与已有研究较为接近，表明本研究对这些变

量的计算结果较为准确，不存在较大偏差。 

4.2  相关系数

表 3给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税收规避与

CEO组织认同在 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H1 得到初步

验证，说明 CEO在做出税收规避决策时更看重税收

规避带来的成本。税收规避与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

关，说明企业构建复杂的交易掩盖其避税行为，所以

其信息透明度降低；CEO组织认同与信息透明度在

1% 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对企业认同感越高 CEO越

不可能进行利润操控，其信息透明度越高。因此可

以初步推断，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企业中，CEO组织

认同与税收规避负相关，H2 得到初步验证。其他变

量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如未被操控的资产报酬率

越高，反映企业盈利能力越强，企业越不会税收规避，

获得非标意见和资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进行

税收规避。 

4.3  回归结果分析

表 4给出检验假设的 OLS回归结果。表 4全样

本中，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为− 0.134，在 1% 水

平上显著，说明 CEO在衡量税收规避的收益与成本

表  1  变量定义

Table 1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税收规避 Tav 名义所得税率与实际所得税率之差

CEO组织认同 OI CEO对6个组织认同问题的评分之和取自然对数

信息透明度 DA 采用KOTHARI et al.[51]的方法计算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

税收征管力度 TE 实际税收收入与预期可获得的税收收入之比

未被操控的资产报酬率 Roa1 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之比减去操控性应计利润

企业规模 Siz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存货密集度 Inv 年末存货净值除以年末总资产

有形资产密集度 Tan 年末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年末总资产

无形资产密集度 Int 年末无形资产净值除以年末总资产

企业成长性 Grt 营业收入增长率

企业上市年限 Age 企业上市年限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比例 Irt 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人数之比

董事会规模 Bds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Fir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与总股数之比

非标意见 Mao 年报被出具非标准意见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会计师事务所 Big4 聘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年度 Yea 年度虚拟变量

行业 Indu 行业虚拟变量，采用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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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认为成本大于收益，所以较少进行税收规避，H1

得到验证。对企业认同感高的 CEO更可能为企业未

来着想，如果被贴上税收规避的标签，是对 CEO声誉

的巨大损害 [47]，所以 CEO对企业认同感较高时并不

会进行税收规避。

在表 4的分组检验中，本研究采用操控性应计利

润的绝对值衡量信息透明度，按照操控性应计利润

的绝对值的中位数划分信息透明度，小于等于中位

数为信息透明度高组，大于中位数为信息透明度低

组。在信息透明度高组，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

为− 0.208，在 1% 水平上显著；在信息透明度低组，CEO
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为− 0.052，不显著。H2 得到验

证。说明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CEO借税收规避获

得的收益小于进行税收规避的成本，因此信息透明

度高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更容易进行融资 (融资效

应 )，符合 CEO组织认同感越高越为企业的长远着想

的观点。另外，信息透明度高的企业更容易被税务

部门发现税收规避行为 (稽查效应 )，但是到底是融资

效应还是稽查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清楚，值得进

一步研究。

本研究按照税收征管力度的中位数进行划分，大

于中位数的为税收征管力度强组，小于等于中位数

的为税收征管力度弱组。由表 4可知，在税收征管力

度强组，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在税收征管力度弱组，CE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H3 得到验证。说明在外部监管环境宽松的

地区，CEO可以用更多的精力经营企业，而不是应付

税务部门的稽查，或者说在外部监管较严格的环境

中，税务部门给 CEO带来的成本超过收益。

在控制变量中，Roa1在 5个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

负，说明企业绩效越差，越可能进行税收规避；企业

规模在 3个回归结果中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越可

能进行税收规避，支持了大企业可以运用更多的资

源进行税收筹划和政治游说的观点；除税收征管力

度弱组，产权性质在其他 4个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负，

说明国有企业更不会进行税收规避，这与吴联生 [29]

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国有企业为政府承担各种社会

性的支出；存货密集度均显著为负，与陈德球等 [26] 的

研究结果一致；企业上市年限均显著为正，说明上市

年限越长，越可能税收规避。 

5  进一步研究

CFO对税收规避也存在重要的影响，本研究进一

步研究 CFO组织认同 (CFO_OI)对税收规避的影响，

以考察 CFO组织认同是否也存在同样的效应，检验

结果见表 5。表 5的 (1)列检验 CFO组织认同对税收

规避的影响，CFO组织认同的回归系数也为负，但不

显著。将 CEO和 CFO组织认同一起加入回归方程，

(2)列中 CFO组织认同回归系数为正，仍然不显著，

但 CEO组织认同的结果仍显著为负。分组检验的结

果表明，CFO组织认同均为正，但均不显著。CEO组

织认同在信息透明度高和税收征管力度弱的地区仍

显著为负，说明相对于 CFO，CEO更看重税收规避带

来的成本。由于 CFO组织认同的数据有缺失值，表 5
中的观测值有所减少。 

6  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研究借鉴陈德球等 [26] 的研

究，采用有效税率 (Etr)测量税收规避，用实际所得税

率测量有效税率，检验结果见表 6。表 6全样本中，

CEO组织认同与实际税率显著正相关，说明 CEO组

织认同越高的企业，税收负担越重，税收规避程度越

小，进一步支持 H1。对此，本研究的解释是：税收规

避带来高额成本，对企业认同感越高的 CEO，越可能

具有长远目标，并为企业的将来着想。如果被贴上

税收规避的标签，对企业和企业家声誉都是沉重的

成本。分组检验结果与表 4的结果一样，说明在不同

的环境下，CEO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的影响不同。

为了使本研究结论更为可靠，本研究采用主成分

分析法重新构建 CEO组织认同 (第 1主成分 )，在全样

本、信息透明度高组和税收征管力度弱组，CEO组织

认同的回归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在信息透

明度低组和税收征管力度强组，CEO组织认同的回

归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以上回归结果与表 4的主

要结果一致，表明本研究结果稳健可靠。

本研究进行内生性检验，主要考虑互为因果关系

的情况，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进行缓解。根据计量经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位数

Tav − 0.019 0.425 − 0.130 − 0.026 0.091

OI 3.225 0.149 3.178 3.219 3.367

DA 0.063 0.071 0.019 0.043 0.080

TE 0.966 0.166 0.845 0.941 1.111

Roa1 0.032 0.065 0.007 0.030 0.063

Siz 22.060 1.239 21.240 21.910 22.750

Soe 0.394 0.489 0 0 1

Lev 0.448 0.219 0.274 0.433 0.613

Inv 0.161 0.153 0.064 0.121 0.199

Tan 0.233 0.168 0.103 0.201 0.332

Int 0.050 0.053 0.018 0.038 0.062

Grt 0.498 0.420 0.330 0.391 0.505

Age 2.306 0.609 1.757 2.384 2.887

Irt 0.374 0.055 0.333 0.333 0.429

Bds 2.135 0.198 1.945 2.197 2.197

Fir 0.350 0.150 0.232 0.330 0.450

Mao 0.033 0.178 0 0 0

Big4 0.048 0.213 0 0 0

　　注：样本观测值为5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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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原理，选择的工具变量须与自变量相关、与残差

项不相关。本研究选择的第 1个工具变量为 CEO第

1份工作是否在该企业的虚拟变量，在该企业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如果 CEO一直在该企业工作，说明

对这家企业非常认可。第 2个工具变量为进入管理

层的时限，时间越长对企业的认同度越高。已有研

究没有发现这两个工具变量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系。

工具变量的检验结果见表 7，无论是采用税收规避还

是有效税率作为因变量，CEO组织认同均在 10% 水

平上显著，表明本研究内生性问题不严重。由于工

具变量有缺失值，表 7中的观测值较前文更少。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本研究还进行了其他

表  4  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Tav

全样本 信息透明度高 信息透明度低 税收征管力度强 税收征管力度弱

OI
− 0.134***

(− 3.235)
− 0.208***

(− 3.329)
− 0.052
(− 0.927)

− 0.037
(− 0.603)

− 0.205***

(− 3.551)

Roa1
− 0.591***

(− 5.958)
− 0.565***

(− 2.641)
− 0.627***

(− 5.932)
− 0.707***

(− 5.107)
− 0.438***

(− 3.007)

Siz
0.016**

(− 2.387)
0.025**

(− 2.393)
0.011

(− 1.155)
0.008

(− 0.831)
0.022**

(− 2.327)

Soe
− 0.039***

(− 2.446)
− 0.037*

(− 1.713)
− 0.045*

(− 1.882)
− 0.075***

(− 3.346)
− 0.009
(− 0.388)

Lev 0.057
(− 1.411)

0.077
(− 1.149)

0.041
(− 0.796)

0.138**

(− 2.411)
0.006

(− 0.105)

Inv
− 0.398***

(− 6.395)
− 0.476***

(− 4.993)
− 0.349***

(− 4.208)
− 0.613***

(− 7.176)
− 0.177*

(− 1.932)

Tan
− 0.112**

(− 2.456)
− 0.104
(− 1.544)

− 0.124**

(− 1.962)
− 0.190***

(− 2.665)
− 0.059
(− 1.007)

Int 0.024
(− 0.176

− 0.177
(− 0.989)

0.158
(− 0.755)

0.038
(− 0.217)

0.091
(− 0.419)

Grt − 0.006
(− 0.469)

− 0.022
(− 1.087)

− 0.001
(− 0.046)

− 0.008
(− 0.744)

− 0.005
(− 0.226)

Age
0.057***

(− 4.782)
0.037**

(− 2.186)
0.071***

(− 4.289)
0.068***

(− 4.112)
0.046**

(− 2.551)

Irt 0.064
(− 0.532)

0.058
(− 0.308)

0.036
(− 0.226)

− 0.054
(− 0.297)

0.214
(− 1.272)

Bds − 0.042
(− 1.087)

− 0.098*

(− 1.719)
0.011

(− 0.204)
− 0.067
(− 1.071)

− 0.005
(− 0.099)

Fir
− 0.083**

(− 1.973)
− 0.106*

(− 1.883)
− 0.051
(− 0.832)

− 0.081
(− 1.420)

− 0.068
(− 1.121)

Mao 0.055
(− 1.302)

0.136*

(− 1.855)
0.006

(− 0.112)
− 0.003
(− 0.045)

0.081
(− 1.278)

Big4 − 0.037
(− 1.158)

− 0.068
(− 1.438)

− 0.003
(− 0.070)

0.042
(− 0.909)

− 0.121***

(− 2.881)

常数项 0.267
(− 1.226)

0.460
(− 1.357)

− 0.016
(− 0.058)

0.267
(− 0.839)

0.169
(− 0.565)

Yea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 11.660*** 6.710*** 7.090*** 7.930*** 5.600***

观测值 5 209 2 604 2 605 2 528 2 681

调整的R2 0.050 0.056 0.059 0.086 0.038

　　注：括号内数据为 t 统计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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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首先，按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

国有企业，分组检验结果表明，CEO组织认同与税收

规避均在 5% 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无论在国有企

业还是在非国有企业，CEO组织认同对税收规避都

产生显著影响。其次，采用深圳交易所披露的透明

度指数，该指数将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企业的信息

披露考评结果分为 A、B、C、D共 4个结果。本研究

将 A和 B归为一组，表示信息透明度高组；将 C和 D
归为一组，表示信息透明度低组。分组检验结果表

明，CEO组织认同在信息透明度高组显著为负，在信

息透明度低组为负但不显著，H2 再次得到验证。 

7  结论

本研究探讨 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之间的关

系。研究结果表明，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显著

负相关，这种关系仅存在于信息透明度高和税收征

管力度弱的地区。本研究还发现 CFO组织认同与税

收规避负相关但不显著，并且对 CEO组织认同与税

收规避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说明与 CFO相比，CEO
更看重税收规避带来的成本。稳健性检验方面，本

研究采用有效税率替代税收规避，研究结果没有变

化；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建 CEO组织认同，研究

结果也没有变化。采用工具变量缓解可能的内生性

问题，结果仍保持不变。

表  5  进一步研究

Table 5  Further Research

变量
Tav

全样本
(1)

全样本
(2)

信息透明度高
(3)

信息透明度低
(4)

税收征管力度强
(5)

税收征管力度弱
(6)

OI
− 0.165***

(− 3.487)
− 0.250***

(− 3.369)
− 0.078
(− 1.287)

− 0.081
(− 1.164)

− 0.215***

(− 3.266)

CFO_OI − 0.005
(− 0.164)

0.042
(− 1.280)

0.056
(− 1.176)

0.036
(− 0.826)

0.070
(− 1.548)

0.007
(− 0.1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136
(− 0.687)

0.235
(− 1.056)

0.425
(− 1.243)

− 0.052
(− 0.180)

0.170
(− 0.522)

0.158
(− 0.518)

F 11.030*** 11.190*** 6.310*** 6.890*** 7.560*** 5.580***

观测值 5 098 5 098 2 545 2 553 2 482 2 616

调整的R2 0.047 0.049 0.053 0.060 0.083 0.039

表  6  稳健性检验：因变量为有效税率

Table 6  Robust Test: Dependent Variable As Effective Tax Rate

变量
Etr

全样本
(1)

信息透明度高
(2)

信息透明度低
(3)

税收征管力度强
(4)

税收征管力度弱
(5)

OI
0.132***

(− 3.139)
0.205***

(− 3.226)
0.051

(− 0.902)
0.031

(− 0.484)
0.207***

(− 3.57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0.139
(− 0.634)

− 0.323
(− 0.946)

0.140
(− 0.497)

− 0.139
(− 0.430)

− 0.052
(− 0.172)

F 10.060*** 6.270*** 5.900*** 6.460*** 7.860***

观测值 5 209 2 604 2 605 2 528 2 681

调整的R2 0.040 0.045 0.049 0.072 0.032

表  7  内生性检验结果

Table 7  Test Results for Endogeneity

变量
Tav Etr

全样本 全样本

OI
− 1.386*

(− 1.877)
0.420*

(− 1.7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018*

(− 1.733)
− 1.233
(− 1.620)

F 5.340*** 14.260***

观测值 4 857 4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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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①已有关于组织认同的

实证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员工，本研究针对高管的组

织认同进行探索，拓展了已有组织认同的研究，尤其

是考虑到企业高管的重要性，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②已有关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甚少考虑

高管的心理因素，本研究发现 CEO组织认同可以降

低税收规避，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对公司

治理理论的有益补充。

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①对于税收征

管部门来说，提升 CEO组织认同并不会必然地带来

更多的税收规避，这可能是 CEO在综合考虑税收规

避的收益和成本之后的结果。这一结果为税收征管

工作提供了参考，当税收征管部门提高企业非法避

税的处罚力度时，将增加企业税收规避的成本，组织

认同感较高的 CEO综合权衡这一成本后将会减少税

收规避，因此税收征管部门采取严格的措施将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税收的公平性。②根据税收规避的代

理观，税收规避可能是代理问题的体现，所以对于投

资者来说，其观察到的企业税收规避现象不一定提

高企业价值，很可能是一种代理问题的表现，在对企

业估值时一定要分辨清楚是真实的税收规避还是代

理问题。

本研究探讨 CEO组织认同与税收规避的关系，

而不是因果关系，虽然极力地想找到一个外生冲击

事件推断它们的因果关系，但是鉴于数据的局限性，

很难找到这样的事件。本研究从税收规避的收益和

成本以及代理理论的角度，分析 CEO组织认同与税

收规避之间的关系，但是到底是哪种理论起到更大

的解释作用，本研究没有对此进行分析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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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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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direct decision-maker and executor,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nior executives would have an im-
portant impact on the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senior executiv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enterprise tax avoidance policies,  and there is  a trade-off  benefits  and costs when making tax avoidance decisions,  CEOs
who have different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ve large differences in considering benefits and costs, which leads
to different tax avoidance policies.
　　Based on the benefit and cost theory of tax avoidance and agency theory, using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in 2014 and the difference of nominal tax rate and effective tax rate as tax avoidance
measurement.  5  209 companies-year  sampl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listed  firms  in  Shanghai  Stock  Exchanges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from 2013 to 2015.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by using ordinary least squar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groups the samples according to
intern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exter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and further examines the as-
soci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under the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The research meth-
od is ordinary least square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x avoid-
ance,  that  is,  the  higher  the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the  less  tax  avoidance.  From  internal  enterprise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and external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ifferent scenario how to effect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x avoidance only in the firms with higher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or
weaker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inds that CF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is also neg-
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ax avoidance,  but  not  significantly,  and CF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does not  affect  the associ-
ation between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tax avoidance.  In robustness test,  using effective tax rate instead of  tax
avoidance, employ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build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variable, the results still remain
the same.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EO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ax avoidance and the associ-
ation vari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The findings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tax avoidance behaviors  of  fi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system. It also has some implications for tax regulators, financial authorities and firms, and have cer-
tain guidance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human resource plan of executives in the listed enterprise.
Keywords：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tax avoidance；information transparency；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ef-
fective tax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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